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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近來，在全球市場中，國家資本主義相較於其他政治經濟體

制似乎成為一種強勢且具有競爭力的制度。中國的經濟發展

與國家資本主義的關係更是學術界、政策界乃至實務界研究

與討論的對象。然而，相關論述在概念發展與理論化方面卻

呈現前所未有的紊亂。一者，大部分學者均同意中國目前政

經安排已不再是社會主義，但究竟是屬於哪一種政經體制卻

莫衷一是。再者，即便在將中國歸類為國家資本主義的諸多

研究中，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往往被賦予不同的概念意涵。這

兩種趨勢使得相關研究難以產生有意義的對話，同時也無助

於理論架構的建立。因此，藉由回答「是否存在著以及什麼

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本研究主張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研

究應該放置在比較資本主義的框架中討論，抽繹出中國內部

國家與市場互動的普遍原則。同時，將之對照其他同屬國家

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內部政經發展，以此得出有意義的比較與

類型化，方能避免中國研究在比較政治學中被特殊化的困

境。 

中文關鍵詞： 政治經濟學、比較政治、國家資本主義、比較資本主義、中

國大陸 

英 文 摘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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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計畫案的成果「中國國家資本主義：一個新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議程」已為台

灣政治學刊(TSSCI等級期刊)外審通過。以下為文章內容： 

 

中國國家資本主義：一個新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議程中國國家資本主義 

 

當西方國家捲入經濟危機時，新興市場正在繁榮發展，中國不再將國有企業視為過渡至自

由資本主義的暫時安排，他們反將之視為一個可持續的模式。他們認為自己重新設計了資

本主義、讓該制度更能發揮功效，同時越來越多新興世界中的領袖都同意這一點。 

 

經濟學人，《國家資本主義的崛起：新興世界的新模式》，2012年 1月 21日 

 

首先，中國實行的不是「國家資本主義」，走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其次，中國不

支持國內企業謀取壟斷利益…指責中國搞“國家資本主義”、要求限制中國國企，反映了

國際上有一部分人仍不願接受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整體競爭力大幅提升

這個事實，企圖通過潑冷水、扣帽子、下套子為中國發展設置障礙…通過炒作「國家資本

主義」限制中國發展的做法既害人、又害己，註定是難以得逞的。 

 

人民日報，《別拿「國家資本主義」和中國說事》，2012年 4月 27日1 

 

 

 

一、導論─概念上的紊亂 

 

 

                                                           
1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4/27/c_111850787.htm，(2014 年 5 月 5 日檢索)。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4/27/c_1118507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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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年來、尤其是歷經了 2008 年全球性的金融風暴之後，當人們提到中國強勁的

經濟成長態勢時，均不同程度地將中國經濟的優異表現歸功於國家資本主義的施行。「中

國國家資本主義」(China’s state capitalism)一詞，無論是在學術界或是政策界經常被提起，

有時該詞彙指涉的是一種政治經濟體系的安排，但有時卻又被賦予意識形態的色彩。在缺

乏精準的概念界定下，該詞彙被過度地引用，形成了比較政治學者亟需小心處理的「概念

延伸」(conceptual stretching)的問題。2同時，在國家資本主義之外，研究中國政治經濟體

制的學者們又以各式各樣的資本主義類型描繪當今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3例如：有中國

特色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4中國式的資本主義(Chinese 

capitalism 或是 Sino-capitalism)、5中央管理型資本主義(centrally-managed capitalism)、6威

權式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capitalism)、7條件式的市場體系(contingent market system)、8

由下而上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from below)、9國家滲透式的資本主義(state-permeated 

capitalism)等。10 

 雖然這些關於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分類名稱各不相同，然而，其核心論證都與國家

資本主義的論述相去不遠。亦即，這些分析均強調國家在中國國內市場資源配置上所扮演

的關鍵性角色以及國有企業(國企)在市場競爭中的支配性地位。11甚至有些學者在其不同

的著作中分別使用「中國式資本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描述中國當今的政經發展。12

這是否意味著兩者在定義上是完全重疊足以指涉相同的經驗觀察？如果兩者或甚至是所有

關於中國政治經濟體制安排的分類名稱均有相類似的定義，為什麼會產生這麼多的分類呢？

為什麼研究者不單純地使用政治經濟學界原有的類別「國家資本主義」，反而選擇冠之以

各式各樣的形容詞來定義中國政治經濟體制呢？這是否意味著研究者們認為目前中國政治

                                                           
2
 關於概念延伸相關論述，參見 Satori (1970)以及 Collier and Mahoney (1993)。 

3
 作者此一宣稱並非指涉這些學者從事的是「資本主義多樣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途徑的研究，關於資

本主義多樣性的研究途徑請參考 Hall & Soskice (2001)。 
4
 參見 Huang (2008)。 

5
 參見 Chu (2010)以及 McNally (2012)。 

6
 參見 Lin (2011)。 

7
 參見 Witt and Redding (2011)。 

8
 參見 Breslin (2012, 44-45) 

9
 參見 Nee and Opper (2012)。 

10
 參見 Ten Brink (2013)。 

11
 Nee and Opper (2012)為例外。 

12
 參見 McNally (2012)與 McNall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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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制並不是國家資本主義體系？同時，又為什麼文章開頭引述的中、西媒體相關報導

會對同一個經驗現象有如此極為不同的觀點？最後，如果國家資本主義的核心特徵是國家

在市場中的主導地位，那麼為什麼同樣在市場中佔主導地位的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並未被歸類至國家資本主義的類型之中？換句話說，為什麼大部分關於中國政治經

濟體制的既有文獻未將中國視為發展型國家的案例？13凡此種種疑惑皆指向一個最根本的

問題：究竟是否存在著以及什麼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可惜的是，學術界針對該一問題仍

缺乏完整的論述，此文的目的即試圖填補此一理論空缺並提出一個關於研究中國國家資本

主義的研究設計。 

 立基於比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以避免政治學上「中國研究特殊化」的困境，

14本文主張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研究應該放置在比較資本主義的框架中進行。亦即，相關

研究應抽繹出中國內部國家與市場互動的普遍原則，並對照其他同屬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

的內部政經發展，以此得出有意義的比較與類型化。在此方面，本文認為當前國家資本主

義多樣性(varieties of state capitalism)的論述在探討國家資本主義方面提供了一個具邏輯性

的起點，其分類框架呈現多樣態國家資本主義間細緻的差別。15不過，在應用該理論框架

解釋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時，其過於靜態的分析無法反映中國經濟轉型的動態過程。該研究

限制同樣地也出現在許多使用其他理論途徑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文獻中，這些研究將國家

資本主義式的政治經濟制度當作自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以解釋相關行動者在該制度

下的行為。16然而，制度的產生與維繫需要不斷滿足相關行動者的利益並獲得其支持，當

行動者間權力互動的模式改變時，制度也會隨之調整與改變(Thelen 2004, 31-37, 292-296)。 

因此，本文建議關於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研究，應將中國的政經安排視為依變項

(dependent variable)，以相關行動者間的權力互動作為自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如此

                                                           
13

 參見 Pei (2006, 33-44); Huang (2008, 278-281); Frazier (2010); Kroeber (2011); Shih (2011); Hsueh (2011)。 
14
 關於中國政治的研究應屬於描述性為主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還是政治學次領域(subfield)中以分析、

比較為主的比較政治經常發生學術爭論。不過，誠如 Kennedy (2011,18-9)所言， 「中國是特殊的但絕非異

數」(China is distinctive but not an outlier)。近十年來學界已普遍將中國政治放在比較政治學的脈絡下進行研

究，並以建立具普遍性的因果解釋模型為研究目的。相關論述參見 Carlson, Gallagher and Manion (2010); 

Lieberthal (2010); Kennedy (2011); Tsai (2013). 
15

 參見 Musacchio and Lazzarini (2014)。 
16

 例如 Lin and Milhaupt (2013)與 Haley and Hale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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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解決理論架構流於靜態的缺憾，並對制度變遷過程進行觀察。第四節將針對前述本文

主要論點進行完整的陳述。 

 研究者探究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必須同時回答：在理論上什麼是國家資本主義以及在

經驗上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是否符合國家資本主義的理論框架。基於這兩項要求，本文的

章節安排如下。首先，第二節回顧既有文獻對於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探討以及其不足之處。

其次，第三節重新檢驗中國國家資本主義一詞的適用性。接著，第四節在比較國家資本主

義文獻的基礎上提出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研究框架。最後，結論將從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進

程提出關於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未來研究方向。透過本文寫作順序的安排，從中國國家資

本主義經驗現象的確定、概念的邏輯闡述到如何研究該一經驗現象，本文試圖將圍繞在

「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諸多辯論重新帶回比較政治的研究領域。 

 

 

二、文獻中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 

 

 

 將當前中國政治經濟體制視為國家資本主義體系的學術論著可概分為三類：(1)從

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的角度出發，論述中國國家資本主義

在全球體系中的影響力；(2)從比較政治經濟學(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CPE)的角度

出發，將中國與其他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進行類型比較；(3) 從中國研究(China Study)的

角度出發，檢視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成因與運作。以下分別由這三個學術領域檢視當前中

國國家資本主義文獻的內涵以及其邏輯缺陷。 

 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論述中國當今政經體制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典型以 Ian 

Bremmer 一系列的分析最具代表性。依 Bremmer 對國家資本主義的定義，「國家資本主

義是指一個系統內國家作為最重要的經濟行動者利用市場以獲取政治上的利益(political 

gains)」(Bremmer 2009)。前述政治的目的性主要是依靠國家資本主義體系內的三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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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性工具：國家石油公司、國企以及主權基金(Bremmer 2008)。17按其分析，由於國家

資本主義體系是以政治力量干預市場、官僚決定取代商業決策，此般政治與經濟紐帶的緊

密結合將導致全球市場的無效率。針對中國內部國家與國企的互動，Bremmer(2008, 59)則

提到了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資委)的角色，並將其與中央國有企業(央企)的

互動作為國家資本主義的表徵。然而，諸多與中國國有部門的相關研究已證明，18國資委

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管理」央企，19其互動模式並非國家重商主義式的「國家決定、

企業追隨」，即便在最具有戰略意義的石油產業，國家對於國有石油公司的控制都顯得相

當薄弱、甚至其政策被後者的商業利益所挾持。20再者，以經濟手段追求政治目的是

Bremmer 對於國家資本主義定義的重要部分，然而，什麼是他所謂的政治獲益？如何測量？

如果說中國藉由其國家石油公司、央企與主權基金擴展了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那究竟

這種影響力是經濟上的獲益？還是政治上的獲益？又或者是兩者皆然？由此觀之，

Bremmer 精確地辨認出當前全球經濟體中出現了新一波的國家資本主義浪潮，但其以政經

體系運行之目的性作為國家資本主義定義的關鍵似乎難以客觀地被測量與檢驗。 

 同樣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Christopher A. McNally則以中國式資本主義

(Sino-capitalism)稱呼中國內部「由上而下國家主導式的發展」與「由下而上私有企業的資

本累積」相結合的特殊政經體制 (McNally 2012, 744)。McNally並未直接使用國家資本主

義一詞，同時又因強調活絡的私有企業資本累積，因此他認為中國目前並不是純粹的國家

資本主義(McNally 2012, 751)。然而， 他主張中國式資本主義實質上包含了國家主導式

(state-led)、國家協調式(state-coordinated)或是國家引導式(state-guided)的資本主義運用，

並且為了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中國政治經濟體制也可以看成是自由市場形式的國家

資本主義(market-liberal form of state capitalism)(McNally 2012, 751)。相較於游移在不同資

本主義類型概念間的中國式資本主義，McNally在其後的一篇著作中則將中國的政經體制

                                                           
17

 Bremmer(2009)則多增添了一個國家資本主義下的機構性工具，即私有的國家冠軍級企業(privately owned 

national champions)。然而在 Bremmer(2008, p. 55)的論述中，私有產權似乎是與以公有產權為主的國家資本

主義相對的，亦即私有財富、私有投資以及私有企業是美國、西歐等自由經濟模式中的主要特徵。基於

Bremmer 在這方面分析上的不一致性，本文以 Bremmer(2008)的三種機構性工具為主。 
18

 例如，參見Naughton (2008). 
19

 相較於中國官方文件使用「管理」一詞來界定國資委與央企的互動，Bremmer(2008)則使用的是「控制」

(control)一詞。 
20

 參見 Downs(2008)與 Liou(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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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類為重塑的國家資本主義(refurbished state capitalism)，即政治經濟體制中國家以資本主

義的原則指揮與控制關鍵性生產力(McNally 2013, 49)。採取「資本主義多樣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 VoC)研究途徑中強調制度互補性(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McNally細

緻地介紹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制度特點，並予以類型化。然而，該一類型化強調中國的特

殊性，不具備跨國可比性，所使用的諸多類型間也缺乏一致性。以其分析中的國家主導式、

國家協調式、國家引導式的資本主義為例，三者指涉的是否為同一種經驗現象？是否存在

著以下可能：國家主導式強調的是經濟活動中國家取代了部分市場機制，而另兩者則是在

經濟場域裡，國家使用市場機制進行協調與引導？如果存在上述可能性，顯然這三個概念

並非重疊，那麼又該如何與 McNally命名為中國式資本主義與重塑式國家資本主義進行

概念上的連結呢？因此吾人不難發現 McNally提出的中國式資本主義不但沒有辦法闡明

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運行邏輯，反而在概念的論述上更形混亂。 

 另一群從事比較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學者則將中國的政經發展與其他國家資本主義的

經濟體例如巴西、俄羅斯等進行比較，從中抽繹出最新一波國家資本主義的共通性，其中

以 Aldo Musacchio 與 Sergio G. Lazzarini 兩位學者的合著最具代表性。以發展中國家為研

究對象，Musacchio 與 Lazzarini 主張國家資本主義的定義型特徵(defining feature)為國家透

過債權或是股權的方式向企業提供資金。同時將國家資本主義定義為國家在經濟中的廣泛

影響力，該影響力來自於透過在企業中佔有多數或是少數股權地位的方式，或是透過提供

私人企業貸款或/與其他優惠補助的方式(Musacchio and Lazzarini 2012, 3-4)。同樣奠基於

資本主義多樣性的研究途徑，兩位學者提倡「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varieties of state 

capitalism)將 1990 年代後新一波國家資本主義劃分為兩類─ 國家作為多數股權投資者

(Leviathan as a majority investor)以及國家作為少數股權投資者(Leviathan as a minority 

investor)(Musacchio and Lazzarini 2012; Musacchio and Lazzarini 2014)。中國政治經濟體制

在兩位學者的分析中則屬於前者，並將國資委的角色等同於央企部門的控股公司。此一將

國家資本主義進行分類的方式以體制運行機制及其組織特徵作為定義的核心，一方面提供

了客觀的測量標準，另一方面也賦予跨國比較一個理論普遍化(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的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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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雖然 Musacchio 與 Lazzarini 宣稱使用資本主義多樣性的研究途徑，但關於

每一種國家資本主義型態內部制度互補性的分析並不深入，如何將其所發展的國家資本主

義多樣性與原有以西歐國家為研究對象的資本主義多樣性相連結並不清楚。例如在資本主

義多樣性文獻中飽受爭議的法國，許多學者稱其為國家資本主義，21那麼以研究發展中經

濟體為主的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研究架構是否能夠同樣運用在法國的政治經濟分析？再者，

以本篇文章著重的中國政經體制來說，中國作為轉型經濟體意味著其政治經濟結構仍在持

續轉型，國家在國企公司治理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仍有變動的可能性。換句話說，在

Musacchio 以及 Lazzarini 提供的多種類型國家資本主義理論光譜上─從國家作為企業家

(Leviathan as an entrepreneur)、國家作為多數股權投資者、國家作為少數股權投資者到私

有公司為主(Musacchio and Lazzarini 2014, 8)，中國仍有可能在不同類型間變動。甚至，

不同類型也併存在中國國內的市場關係中。例如：雖然大部分的國企透過上市向私有部門

釋出股權，許多軍工產業的國企仍由國家百分之百持股掌控。而前述兩位學者的研究尚未

觸及類型間變動的可能性，使得分析架構流於靜態。22
 

 同樣地，Margaret M. Pearson 也採取比較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當前中國政治經濟

體制。Pearson 將中國的經濟組成區分為三個層級：由命脈產業或是制高點產業

(commanding heights industries)組成的頂層；由受產業政策主導的企業所組成的中層；由

私有或集體所有企業所組成的底層。Pearson 聚焦在頂層組成的分析，並發現中國與日本、

法國、拉丁美洲等國家的內部市場相同，都具有國家干預以及限制市場競爭等強烈的國家

主義(statism)色彩 (Pearson 2011, 37-8)。然而黨國體制對市場相關制度的控制讓 Pearson 宣

稱目前的中國政經體制難以被稱之為資本主義，因而也就無法適用比較資本主義的途徑進

行分析(Pearson 2011, 41)。此一宣稱確有其一定的事實根據，但對中國市場機制的分析上

欠缺全面性。無疑地，中國共產黨(中共)在挽救社會主義以及其政權的前提下引進市場機

制，因此市場相關制度的發展必須配合政權的意識形態以及統治權的鞏固。然而，政權的

主觀意識並不等同於市場的客觀發展，趨於資本主義式的市場力量藉由各項改革政策不斷

                                                           
21

 參見 Schmidt(2002)。 
22

 自「資本主義多樣性」研究途徑提出後，一直以來都遭受到「分析架構過於靜態與偏向決定論」的質疑，

參見 Crouch(2005)。針對該一批評，Wolfgang Streeck 與 Kathleen Thelen 試圖以多樣態的制度變化補充原有

過於靜態的分析架構，參見 Streeck and Thele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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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大，最終主導著當前中國內部的經濟活動(Coase and Wang 2013)。因此共產政黨的存在

不必然與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互斥效果，比較資本主義的解析途徑也未必因為主政政權為

威權體制而無法適用。 

 將中國目前政經發展置於國家資本主義脈絡中討論的還有以中國為其區域研究案例

的學者。23相較於前兩類關於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分析視角，這一群中國研究學者以其對

中國透徹的理解結合政治經濟學理論傳達了更為動態的分析。作為採用新制度主義研究途

徑的政治學者，Yasheng Huang 雖然沒有直接採用國家資本主義一詞，而使用的是「有特

色的中國資本主義」。但是他從制度的演進與運行觀察所謂「有特色的中國資本主義」其

特色在於「制高點經濟」(commanding heights economy)，亦即國家掌握了全部的戰略性產

業並同時對社會整體進行掠奪(Huang 2008, 275-285)。這樣的說法其後在歷史學家 Philip C. 

C. Huang分析中國發展經驗時又再次被提起，只是後者直接將此特色等同於國家資本主

義。Philip C. C. Huang 從駁斥新自由主義獨尊私有經濟的論述講起，透過經驗現象分析主

張國企部門是有可能帶領國家發展的。不過，中國國企在創造經濟成長的同時並未善盡其

社會分配的責任，導致社會不平等加劇，因之形成了國家資本主義，而非中國官方宣稱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Huang 2012)。著重在社會分配的面向，該研究產生了一個需要進

一步釐清的問題：究竟國家資本主義是否必定會產生社會掠奪的結果？還是社會掠奪是中

國在施行國家資本主義時一個非預期的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然而，從

Musacchio 與 Lazzarini 關於各類型國家資本主義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社會掠奪並非是國家

資本主義體制運行的必然現象。那麼，社會分配的結果顯然就不宜作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定

義型特徵。該一結果可能是國家資本主義與國內其他制度交互作用下的產物，如就單純判

斷中國政經體制是否為國家資本主義，則應針對該體制的運行機制進行檢驗。Kellee S. 

Tsai 對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探討即提供了一個有意義的研究起點。 

                                                           
23

 本論文基於下述理由未將中文文獻納入文獻回顧的討論中。由於中國官方將其本身政治經濟體制稱為有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囿於官方意識形態的限制，中國學術論著中幾乎見不到將改革開放後的中

國政治經濟體系定義為資本主義體制，遑論國家資本主義體制。少數經濟學家如吳敬璉與許小年曾在媒體

訪談中公開稱呼當今中國政經體系為「權貴資本主義」，其中又以吳敬璉關於中國權貴資本主義著有較為

系統性的學術分析。不過，吳敬璉關於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概念定義較偏向政治經濟學裡的裙帶資本主義

(crony capitalism)，而非本文關注的國家資本主義。參見吳敬璉(2010)與吳曉波(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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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於 Bremmer 認為中國國家資本主義企圖改變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的規則，Tsai

認為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是市場導向(market-oriented)並與全球經濟融合的(Tsai 2014a)。換

句話說，就如同 Edward S. Steinfeld 所說中國正在「玩著我們的遊戲」(playing our 

game)(Steinfeld 2010)。雖然在市場機制的運用上是相同的，但是 Tsai 認為中國國家資本

主義的特點在於國家獨佔戰略型產業中的資產且制定產業政策加以保護，同時以央企人事

命令權強化國家在這些產業中的控制(Tsai 2014a)。由於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採取兩種看似

相互矛盾的機制運行，如市場導向以及以掌控黨政人事安排達成的產業政策，因此 Tsai

稱之為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Tsai 2014b)。不過，這種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是相對於哪一

種被視為典型的國家資本主義，在 Tsai 的分析裡並不清楚。 

 由前述關於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文獻可知，目前相關研究仍在初步階段，對於該體

系的概念界定仍有爭論的空間。例如究竟國家資本主義的定義是否僅著重於經濟生產面向

的運行機制？24還是必須含括經濟生產之後的社會分配結果？基於近十年來中國研究必須

與比較政治文獻進行對話的學術共識，25本文主張前者的定義標準較為適宜，本文接下來

將會詳細說明該一論點。 

 

 

三、重新檢驗中國國家資本主義 

 

 

 檢視中國當前政經體系是否為國家資本主義以及其內涵時，首先研究者必須釐清什

麼是資本主義以及究竟一個名目上號稱自己為社會主義的中國是否其實質運作上可被歸類

為資本主義。其次，若中國目前的政經發展屬於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那麼是什麼樣的制

度特徵使其與其他種類的資本主義有所不同。最後，研究者還須說明如何從國家資本主義

                                                           
24

 社會學者 Victor Nee 與經濟學者 Sonja Opper 在其合著中判斷中國是否為國家資本主義是以企業的政治資

本(political capital)為觀察對象，檢驗企業的政治紐帶(political connection)是否能夠增進該企業的經營表現

(Nee and Opper 2012, 231-258)。由於本文如同大部分討論國家資本主義的文獻聚焦在經濟資本，因此 Nee 

and Opper (2012)不在本文文獻回顧的範圍之內。 
25
 參見 Kennedy (2011)與 O’Brie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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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廣泛框架裡認識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如何與其他施行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體進行有意義

的比較。本節與下一節將分項討論之。 

 當列寧(Vladimir I. Lenin)首次以「國家資本主義」一詞形容由國家掌控(control)生

產與分配的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時，26該詞語指涉的資本主義與政治經濟學

界普遍認定以「私有產權」為制度核心之一的資本主義並不相同。列寧認為該一形式的國

家資本主義與當時其他工業化國家的資本主義不同之處在於：新經濟政策下的國家資本主

義以工人階級代表國家，因此是邁向共產主義的階段性體制。然而，到了 1970 年代當學

界分析發展中國家以「國家干預」(state intervention)作為追趕發展的另一條路徑時，其所

使用「國家資本主義」一詞的指涉內容已發生了變化。此時的國家資主義雖然強調國有部

門，但是不再以消滅私有制為最終的目的。27甚至，誠如前述，近十年來國家資本主義已

被視作資本主義的一個類型。亦即，國家資本主義符合了資本主義中承認私有產權以及市

場機制的最大公約數。28以此制度性特徵作為檢驗的起點，中國目前的政經體制無疑的是

資本主義。 

 中國走上資本主義式的發展是推動經濟改革者一個無意的選擇，其中的關鍵點在於

中共欲將其社會主義施以現代化的革新(Coase and Wang 2012, 154)。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的

過程中，為了挽救國家財政因國有部門經濟效益低落而瀕臨危機，國家重塑經濟制度以容

許非國有部門的存在與運作。一旦這樣的空間被創造出來後，非國有部門的經濟活力藉由

非正式制度與社會網絡得到支持，從而形成 Victor Nee 與 Sonja Opper 所說的「由下而上

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from below)(Nee and Opper 2012)。除了活躍的私有部門外，目前

中國經濟體制內，雖然某些價格要素如能源訂價等掌控在政府的手裡而非由市場供需決定，

但是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方面占據了主導的角色(Naughton 2007, 5; Nee and Opper 2012, 

12-13)。以此觀之，目前中國政經體制的安排是資本主義式的。 

                                                           
26
參見 Gabriel, Resnick, and Wolff (2008)。此處，列寧提出的國家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從資源配置的機制來

看仍有不同，蘇聯政權所追求的共產主義不僅僅是國家官僚控制生產要素，更近一步是以國家官僚取代生

產要素的配置機制。關於共產主義下經濟活動的運作，參見 Kornai(1992)。 
27
 關於 1970 年代國家資本主義在非洲的發展，參見 Wolpin(1980)；關於 1970 年代國家資本主義在拉丁美

洲的發展參見 Canak (1984)。 
28

 關於資本主義體系在全球的長期演變，參見 Frieden (2006)以及 Piketty (2014,11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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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確定中國政經體制為資本主義後，接著必須釐清的是：當「國家干預」被視為中

國資本主義體系的主要特徵從而被歸類為國家資本主義的類型時，為什麼中國政治經濟發

展軌跡卻不被歸類為同樣依賴國家干預而獲得經濟成長的發展型國家？答案的關鍵在於不

同產權的差別待遇。29詳言之，以東亞國家為主要案例的發展型國家研究，強調國家在符

合市場機制的原則下制定產業政策，並導引出有利於全國經濟發展的企業行為。從字面上

的意義看來，以市場機制作為資源分配根據的中國經濟似乎也同樣符合發展型國家的制度

特徵。但更深入地檢驗中國經濟的運行將會發現不同產權主體之間存在著不公平的競爭，

此一市場競爭環境乃政策所影響而非市場機制所導致。30一來，由於國家干預的機制不侷

限於東亞發展型國家所通行的產業政策，還包括了國家以國有企業的營運干預市場(Huang 

2008, 276; Tsai 2014b)。再者，基於政權的偏好，中國企業內部存在著明顯的政治啄食順

序(political pecking order)，該一差序安排以犧牲具有經濟效率的私營部門換取較不具效率

的國有部門的生存空間(Huang 2003,122-129)。31前述的產權歧視在發展型國家是不存在的。 

 從對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縱使國家透過產業政策介入市場，但

私有產權與國有產權在市場中占有同樣的地位，國有產權並非國家補助與扶持的先決要件

(Johnson 1982; Woo-Cumings 1999)。同時，就對國內市場的重要性而言，縱使東亞發展型

國家的國內市場也存在著國企，然其產出占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比例並

不如中國國企在其國內市場來得高。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顯示，相較於 2010 年中國國企

的產出占其國內生產總值 30%，在 1978 年至 1985 年發展型國家的高速發展時期，南韓國

企的產出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 9.6%，台灣國企的產出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 7.4% 

(Musacchio and Lazzarini 2014, 34, 49)。前述比例上的差異顯示的不僅是程度上的不同，

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國家─市場」互動性質上的不同。換言之，在發展型國家當中，企

業之間只有產業的差別，而無產權的差別。凡是產業政策所要扶持的企業，無論國有或是

                                                           
29
值得注意的是發展型國家的理論原始意涵並非產權的分別，但此處強調的重點在於當市場都受到國家政策

干預時，不同產權間是否存在著政策上的差別待遇形成了區別發展型國家與國家資本主義體制間的最根本

特徵。感謝審查人幫忙釐清此一論點。 
30

 中國私營企業所遭受的制度性歧視與面對國家政策時的弱勢屢屢成為媒體報導的主題，例如 2014 年四月

份第 390 期財經雙週刊的封面專題報導「重塑企業家信心」(頁 42-61)。 
31

 諸多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均點出「中國政治經濟體制歧視私有產權」的現象，例如 Kennedy (2011,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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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均可獲得政府協助之手(helping hand)的青睞。32因此，對不同產權的差別待遇，或更

確切地說，「獨厚國有部門、歧視私有部門」的制度性安排使得中國難以被歸類為發展型

國家。 

 總而言之，雖然當今中國政府當局仍聲稱其政治經濟體制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然從學術的概念檢驗之，該體制已如同 Edward Steinfeld 所言「拔掉了社會主義的

插頭」(pulling the plug on socialism)(Steinfeld 2008, 189-191)，進而轉向以市場作為主導資

源分配的資本主義體系。因此學術研究者可以合理地將中國的政經安排放置在比較資本主

義的框架下研究。同時，由於中國國內市場中的政府干預在性質上與程度上皆不同於東亞

發展型國家中國家的「協助之手」，兩者在「國家─市場」互動的面性上呈現根本性質的

不同。因此在使用比較資本主義的理論架構分析中國案例時，Musacchio 與 Lazzarini 主張

之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的研究途徑跳脫了對國家在市場中行為的目的性與結果，而聚焦在

可測量、可操作化的「國家干預」機制，故提供了一個研究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極富意義的

起點。 

 

 

四、新制度主義中的結盟互動與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研究設計 

 

 

 在 Musacchio 與 Lazzarini 所提出的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途徑中，國家資本主義的

定義為「國家以在企業中佔有多數或是少數股權地位的方式，或是透過提供私人企業貸款

或/與其他優惠補助的方式，發揮其對市場運作的影響力」(Musacchio and Lazzarini 2014, 

2)。按該定義，國家資本主義體制中「國家─市場」互動關係是介於「國家作為企業家」

的社會主義與以私有制企業為主的兩種型態：國家作為多數股權投資者以及國家作為少數

股權投資者(Musacchio and Lazzarini 2014, 8)。著重在國家干預市場的機制，該一定義較

能客觀地並以比較政治學的角度檢驗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運行。然如同資本主義多樣性途

                                                           
32

 國家協助之手(helping hand)的概念是相對於國家掠奪之手(grabbing hand)的論述。關於國家的掠奪之手，

參見 Shleifer and Vishny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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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一樣，該研究途徑缺乏解釋資本主義樣態間的變動。藉由新制度主義近來在分析制度變

遷的理論發展，本節嘗試針對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提出新的研究設計，完整呈現空間橫向上

的央企內部差異性以及時間縱向上的轉型經濟階段變化，以此彌補原有「國家資本主義多

樣性」研究途徑過於靜態的缺憾。不過，由於該途徑聚焦在國家干預市場的機制，在這方

面，與中國政治經濟相關的研究往往會凸顯黨國體制的特殊性。因此在提出新的研究設計

之前，本文有必要先說明為什麼即便中國存在著黨國體制仍能被納入比較國家資本主義的

研究途徑當中。 

 上一小節提到 Tsai 將中國政經體制安排歸類於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亦即經濟領

域中同時存在著兩套運作原則相互排斥的機制：以水平式自由交換為主的市場機制，與以

垂直式強制命令為主的中共人事任命機制。從該經濟體與全球經濟高度融合的程度看來，

這兩套看似不相容(incompatible)的機制同時在中國經濟體平順運作且未產生任何磨擦 

(Tsai 2014b)。的確，也有其他學者如 Li-Wen Lin 與 Curtis J. Milhaupt 把中國政治經濟制

度中的黨政人事控制機制視為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獨特之處，並以「網絡式的科層制」

(networked hierarchy)以及「制度的跨接」(institutional bridging) 來描述商業與黨政組織間

的網絡(Lin and Milhaupt 2013, 701-702)。然而，倘若從概念化的角度來檢驗此處的中共黨

國人事命令制度，即是普遍存在於施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中的國企經理人政治任命

(Waterbury 1992; Musacchio and Lazzarini 2014)。由此看來，中國國家資本主義中的黨國

體制並非獨一無二，仍可在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的研究途徑裡進行比較研究。換言之，在

以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研究途徑分析中國案例時，其最大的理論挑戰並非來自於中國的黨

國體制，反而是來自中國在經濟改革進程中出現的經濟制度變化。亦即中國身為轉型經濟

體，「國家─市場」關係極有可能在 Musacchio 與 Lazzarini 所列出的「國家作為多數股

權投資者」以及「國家作為少數股權投資者」兩類型國家資本主義間移動。甚至，央企部

門內部在同一個時間點上也呈現出樣態的多元化，例如未上市的國家電網等央企與已上市

並釋出少數股權的央企在「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的研究途徑中即屬於兩種不同的類型─ 

前者是「國家作為企業家」，後者是「國家作為多數股權投資者」。本文以下將介紹新制

度主義對制度變遷的研究並同時提出關於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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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制度主義自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成為學界廣泛使用的社會科學理論起至今，經過

三十餘年的檢視與修正 ，對於制度源起、持續與演化(evolution)、巨變乃至於微幅變遷均

發展出相對成熟的理論。33
 而在比較資本主義研究議程中採取資本主義多樣性研究途徑的

學者大部分均為新制度主義者，因此在解釋資本主義體系之間的差異時，也同時在理論上

不斷修正新制度主義的解釋框架並運用至分析不同資本主義體系間的變動。1990 年代興

起的資本主義多樣性研究途徑強調一旦特定經濟制度產生後，制度運行效果的報酬遞增

(increasing returns)以及隨之產生之制度發展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會使得該制度的

運行維持穩定。同時，特定類型的資本主義體系內不同的經濟制度間因在其特有的歷史脈

絡下長時間共存、磨合發展出制度互補性(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因此不同類型

的資本主義體系內部互動會趨於穩定，不易因全球化的影響而產生趨同(convergence)的現

象(Hall and Soskice 2001)。研究發展至此，報酬遞增、路徑依賴與制度互補性等概念的同

時運用使得資本主義多樣性的研究途徑中幾乎不存在著制度變遷的可能性。34然而，現實

生活中各資本主義體系內的經濟制度如勞動雇傭政策、金融體系管制、職業教育等相關制

度並非完全停滯不變的，實際的經驗現象顯示制度的微調是個再普遍也不過的現象。有鑑

於此，相關研究者在試圖發展出新的制度變遷理論的同時也擷取了新制度主義中關於「制

度作為一種資源」的新觀點。 

 新制度主義發展之初將制度視為一種制約，強調政治制度的自主角色(autonomous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並檢驗制度對於人類行為的影響(March and Olsen 1984)。在此一

觀點下，行動者的偏好將被固定且其能動性(agency)將被限縮，制度一旦形成後幾乎難以

改變。換言之，在相關研究設計中，制度成為了自變項用以解釋行動者的行為選擇。例如

在中國政治經濟領域中，許多的研究強調中共政權制度的支配性，以此推論市場行為者的

作為與不作為。35不過，越來越多的文獻顯示，這樣的研究設計無法反映真實政治生活的

                                                           
33

 新制度主義強調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s)與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因此對於制度的演化往往會過

度著重在制度的持續，而對於制度變遷也僅依靠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s)概念的運用予以解釋。然關鍵時

刻的概念往往只能解釋制度的斷裂式與全面性變化(abrupt and wholesale transformation)，此般制度變遷在人

類歷史上實屬少數例如政變、革命等。人類日常生活中經常性發生的制度微幅調整、變遷卻難以用關鍵時

刻的概念加以分析，因此新制度主義論者在本世紀初逐漸發展出制度漸進變化(gradual and incremental 

change)的理論試圖回應新制度主義面臨的挑戰。參見 Streeck and Thelen (2005)。 
34

 相關評論參見 Colin (2005)。 
35
 如 Lin and Milhaupt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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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性─行動者有意願且有能力改變其身處於其中的制度。政治涉及權力互動，在權力互

動中有贏家與輸家，而贏家有權選擇制度的設計，即便是輸家或是不同意該一制度者均無

法自外於該制度的施行(Pierson 2000; Moe 2005)。亦即，贏家對於制度選擇或是制度變遷

的能動性是遠大於其他行動者。此時特定資本主義內部的政治經濟制度被視為一種資源

(institutions as resources)，反映著不同行動者的策略性結盟(coalition)試圖對該制度進行維

護或是修正(Hall and Thelen 2009)。如此一來，制度在相關分析中從自變項變成了依變項，

而不同行動者間的權力互動作為解釋制度演化的自變項，制度的動態性(dynamics)藉由行

動者間不同的結盟組成而得以展現。 

 新制度主義中將權力帶進行動者結盟的互動，以此觀察對制度演化的影響，該研究

設計對於解釋仍處於漸進改革的中國政經體制尤具啟發性。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式的政經體

制並非中共領導者於改革初期所預期的制度設計，而是與經濟改革相關的行動者間權力互

動的結果。易言之，相關行動者的偏好、動機結構與互動等解釋了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出

現，在研究設計中應為自變項，而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制度形式則是依變項。當行動者權

力互動的均衡(equilibrium)被打破而重新進入協商(negotiation)與議價(bargaining)時，中國

國家資本主義中國家干預市場的形式極有可能在「國家作為企業家」、「國家作為少數股

權投資者」乃至於「國家作為多數股權投資者」三者型態間移動。36相較於將制度視為制

約的研究設計過於靜態，將制度視為資源的研究設計能夠真實反映政治互動中動態的權力

面向，同時也兼顧了行動者所處的制度脈絡制約。行動者針對新制度形成或是既有制度調

整進行議價、協商乃至相互結盟時，其決策行為是根據其所處的既有制度情境作出理性的

計算。因此，行動者在被賦予能動性的同時，卻又不是存在於制度的真空當中。以中國為

例，與經濟改革相關的行動者由於意識形態與觀點的不同不斷在既存制度底下進行政治互

動與競爭，因而產生了贏家與輸家。37改革派身為贏家掌握了新一輪制度制定的權力，即

其能動性高於保守派的能動性。但在中共政權制度的制約下，其經濟改革的作為不能危及

政權的穩定，因此全然私有化等政策即不在考慮的範圍之內。 

                                                           
36
 甚至當行動者權力互動的結果導致國家介入市場的機制不僅發生了程度上的改變，同時也使得「國家─

市場」互動產生了性質上的改變，則此時中國政經體制將不再是國家資本主義而轉向其他形式的資本主義。

本文不排除以上情況的可能性，但由於不在本文所研究的國家資本主義範圍之內，因此此處不加以詳述。 
37

 關於中國經濟改革中保守派與改革派的政治鬥爭，參見馬立誠與凌志軍(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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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由於西方先進工業化國家歷史脈絡的影響，新制度主義學者在研究各式資本

主義體制的制度變動時，關注的行動者是以社會階層做為畫分，例如勞工階級(受雇者)、

資產階級(雇主)等。然而，在中國的黨國體制下，並非每個社會階層對於經濟改革政策都

有影響力，特別是在分析西方資本主義文獻中甚為重要的勞工階級，其在中國的政經脈絡

中尤其弱勢。因此本文主張在以行動者權力互動做為解釋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解

釋變項時，應以官僚組織取代社會階層作為分析架構中的行動者。此時，中國研究領域內

發展了二十餘年的碎裂式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研究可以提供豐富而完整

的關於官僚互動的文獻。中國內部不同的官僚組織基於其組織任務對於特定經濟政策往往

有著不同立場。例如國資委重視央企的盈利能力，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則著

重在央企的非經濟功能如維持市場供需穩定等，因此兩個官僚組織對於央企營運往往會賦

予不同、甚至是相斥的目標，導致企業經理人在決策時必須在兩者間選擇聯盟的對象。何

況中國市場中的企業面對的不僅是前述兩個官僚組織，一個政策領域內連同業務主管機管、

放貸機關等往往不下十來個對其運作產生影響力的官僚行動者，因而其中的結盟互動表現

形式相當複雜且具動態。 

 值得注意的是當以官僚組織行動者取代社會階層行動者來解釋中國政治經濟制度漸

進變遷時，作為自變項的權力互動其內涵也應有所調整。亦即，在原有漸進式制度變遷理

論中，社會階層行動者的權力互動展現在市場中則為自願性的交換(voluntary exchange)，

而中國政治經濟結構中官僚組織行動者的互動則呈現的是科層式的治理(hierarchical 

governance)，因此其觀察與測量指標應調整為人事命令權、市場准入許可與/或國家財政

補貼。中國煤炭產業治理結構十年間歷經了市場化與再國有化兩次的制度變遷可以提供一

個很好的例證。38當各官僚組織透過權力互動追求其利益而達成某種制度安排共識，同時

沒有任何一方具有動機違背這樣的制度安排時，即可稱之為達到了制度均衡(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穩定的煤炭工業治理結構即產生。反之，原有產業治理模式即被打破。以下

簡要說明之。 

                                                           
38
 官僚組織行動者間的權力互動模式或許會因不同的產業性質而有所不同，此處舉煤炭產業作為一個例證

並非個案研究，而是藉由煤炭產業說明自變項概念的操作化與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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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中國煤炭工業脫離計畫經濟體制的關鍵在於中國中央政府於 1998 年七月發布

了「國務院關於改革國有重點煤礦管理體制有關問題的通知」，39藉此下放煤炭業的管理

權給地方政府，同時後者又因煤炭國企的績效不佳而進一步推動民營化。40煤炭工業市場

化政策之所以能夠在九零年代末期出現與執行，與各官僚組織行動者基於國企三年脫困的

大方針所形成的動機結構(incentive structure)以及隨之出現的權力互動有著密切的關係。

質言之，當時政府各部門意識到國企部門已成為經濟改革的負擔，41拋售負債的國有企業

成為改善國企部門績效低落的普遍共識，而當時煤炭產能過剩、價格低落使得煤炭國企與

其他負債國企一樣成為市場化改革的對象。從國家財政官僚組織與國有金融部門的角度出

發，煤炭工業脫離計畫經濟轉向市場競爭的決定是完全符合其組織利益的。但這樣的決定

形同對另兩個官僚組織行動者─ 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42與煤炭工業部─進行權力削減。不

過，一來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在該通知發布之前的四個月才歷經過改組，該次行政體制改

革淡化了其組織的計畫任務，加重其宏觀發展的角色。再者，在同一次行政體制重組中，

煤炭工業部因應中央政府能源管理體制的變革而被裁撤。換句話說，煤炭工業部作為煤炭

產業專責機構在進行市場化時已不復存在，更有助於治理制度上的變遷。 

 然而，這樣的市場化治理結構維持了不到十年即開始面對其他官僚利益的挑戰，最

終於 2008 年開始了煤炭產業再國有化的政策。自 2003 年起，無論是國際市場或是中國國

內市場因經濟發展需求煤炭價格進入了飆升時期，煤炭企業盈利能力大。2006 年底，基

於國家經濟安全的考量，國資委首次明確提出煤炭工業為七個國有經濟必須絕對控制的產

業之一。雖然這並非意味著煤炭的訂價將再度回到計劃經濟的模式，從能源產業整合上來

說，煤炭工業再國有化的確將會為發改委帶來更大的宏觀調控能力。再國有化也同時意味

著讓國家安全生產監督部門頭痛的民營小煤礦礦難頻發事件將獲得某種程度的控制。當然

最關鍵的發展還是在於國有能源公司的收購行為。國有企業作為官僚組織行動者之一，在

                                                           
39
 自 1992 年起中國中央政府逐漸放開國有煤礦統配價格，開始出現煤炭價格的雙軌制，至 1994 年僅保留

電煤價格由政府計畫制定。 
40
 關於中國煤炭工業治理結構的演進，參見 Wright(2012)。 

41
 關於中國國有部門於 1990 年代末期已瀕臨破產的情況，參見 Holz (2001)。 

42
 該組織於 1998年 3 月由國家計劃委員會改組而來，並於 2003年再度改組為發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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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產業政策與信貸決定等方面有著極大的遊說能力。43
 2008 年爆發全球金融風暴，

中央政府施行經濟刺激方案，為國有能源公司提供金融支持以及降低其資金借貸成本，從

而提高了其收購民營煤炭企業的議價能力。從此，煤炭產業走上了再國有化的道路。 

 本小節介紹了新制度主義關於漸進式制度變遷的最新理論發展，但鑑於該一理論的

源起與演進乃立基於西方社會的發展經驗，本文提出的研究設計在援引該一理論的同時也

做出了適度的調整。為顧及中國黨國體制的制度特色，本文結合中國研究領域內既有的碎

裂式威權主義文獻，以此修正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研究途徑應用在中國轉型經濟分析上的

限制。本文提出的研究設計透過制度演化的普遍邏輯分析中國轉型經濟中「國家─市場」

的關係，分析的結果可與其他相類似的政經體制進行比較。質言之，該研究設計突破了中

國研究做為區域研究「只有經驗現象、沒有理論」的侷限性，甚至中國國家資本主義作為

個案可以發展出與國家資本主義體系變遷的相關理論假設，並在其他同類型的國家個案上

驗證其適用性。至此，「資本主義在中國」將進入比較政治研究的領域，而不再停留在特

殊經驗現象的描繪。 

 

 

五、結論─中國國家資本主義作為政治經濟學中的研究議程 

 

 

 本文旨在以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目前關於中國政治經濟體制論述的兩種趨勢，並

針對中國國家資本主義體系提出一個屬於比較政治學領域的研究設計。趨勢之一即大部分

學者均同意中國當前政經體制為資本主義，但由於其運行方式並非常見典型的西方自由資

本主義形式，因此研究者在研究中國資本主義體系時會加上不同的形容詞以描繪其特徵。

然而，就社會科學研究而言，概念的形容往往伴隨著測量效度的問題。44這些形容詞不但

                                                           
43
 關於國企經理人作為中國黨國制度下官僚組織的一員如何對政府機關部門進行遊說與議價，參見

Liou(2004)。 

44
 參見 Jones (1974)；Jacoby (1999)；Adcock and Colli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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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釐清資本主義在中國運行的狀況，反而因不同的形容詞使得對中國政經發展的觀察分

散在不同面向，難以產生有意義的對話、甚至忽略了資本主義在中國運行機制的核心。 

另一個趨勢是當「中國國家資本主義」一詞近來不斷見諸於學術界、政策界甚至公眾輿論

的討論中時，細觀其指稱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往往具有不同的概念界定與意涵。此種

概念模糊以及從其產生的學術探討與政策建言形成各說各話的局面，例如本文一開始所引

述的兩則新聞，而無法產生建設性的對話。本文認為未來對中國政經體制的研究宜回歸到

比較政治經濟學中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的脈絡裡探討，並同時提出了結合國家資本主義多樣

性與碎裂式威權主義的研究設計。 

 本論文從比較政治經濟學的領域出發並提出關於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通則化研究設

計，此一論述不免會受到強調中國發展特殊性的觀點所挑戰，其中尤以「中國模式」與

「北京共識」的相關論點具代表性。由於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成長無論在速度上或是規

模上皆為人類經濟發展史上所罕見，因此在政策界逐漸出現了以中國經濟發展經驗取代

「華盛頓共識」作為發展中國家發展借鏡的呼聲。45然而，眾多提倡「中國模式」或是

「北京共識」的論述間對於其模式或是共識的內涵卻莫衷一是。46再者，倘若「中國模式」

的倡議目的在於走出「華盛頓共識」所挾帶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並提供發展中國家其他

的發展策略選項，那麼中國經驗的偶然性與不可複製性顯然無法達到這樣的願景。47最後，

眾多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顯示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普遍存在於其他同樣歷經高速增長的

經濟體中。48有鑑於此，本論文所提出的關於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通則化研究設計能以更

具邏輯的研究方法探討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沿革與變遷。 

  關於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比較研究目前尚在起步階段，本文作為該領域的初步探

索，提出了一個反映中國轉型經濟動態的比較資本主義研究設計，但並未涉及實際的個案

研究。根據該研究設計，本文建議三個具體的方向供未來的研究議程參考。首先，研究者

可選定中國國內市場上一至數個產業運用本文所提出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動態分析架構進

                                                           
45

 關於「中國模式」與「北京共識」的具體論述，參見 Ramo (2004)與俞可平、黃平、謝曙光與高健(2006)。 
46

 相關爭辯，參見丁學良(2011)。 

47
 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獨特性與不可複製性，參見 Naughton (2010)以及 Kennedy (2010)。 

48
 參見陳志武(2010)與黃亞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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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檢驗，這方面有兩種研究議程選擇。一者，可以在產業的選擇上兼顧不同的產權組成，

亦即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研究途徑中的「國家作為企業家」的國家完全壟斷性產業、「國

家作為多數股權投資者」的國企以及「國家作為少數股權投資者」的國企或是私有企業，

觀察其中「國家─市場」互動的差別。或是，研究者可以專注在一個產業，觀察其從「國

家作為企業家」到「國家作為多數股權投資者」的過程中，相關行動者如何進行權力互動

導致中國政治經濟體制從社會主義轉型成為國家資本主義，並分析如此互動是否會進一步

使得國家在該產業中成為少數股權的投資者。亦即，分析該一產業在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

解釋架構中的兩種國家資本主義體制安排間的移動。 

 其次，未來的研究方向也可以按照 Yasheng Huang 提到的企業政治啄食位階或者是

Margaret Pearson 指出的中國企業層化選擇研究個案。亦即，在每一個層級中選擇企業個

案，觀察不同層級中的企業與國家官僚行動者互動模式是否相異。如相異，則研究者須進

一步判斷該一差別是屬於程度上的差別，還是相異程度已經足以構成政經體系類型上的不

同，如社會主義與各類型的資本主義。倘若是後者，研究者則還需要解釋為什麼在同一個

中國國內市場會存在著兩種不同類型的政經體制安排。最後，將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研究

視為比較政治學的研究不僅意味著相關議題能夠使用比較資本主義途徑予以解釋，同時中

國個案也能產生普遍性的理論進一步修正現存的比較資本主義文獻。由於多個轉型經濟體

如俄羅斯等在國家資本主義多樣性研究中被歸類為國家資本主義體系，因此未來的研究議

程可以嘗試將中國國家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的制度變遷予以理論化，並檢驗其適用在其他轉

型經濟體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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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104年 2月 3 日 

                                 

一、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2013年十一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該重大問題的

決定》中提到了「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中國大陸政府希望藉此舉措能夠強化國企部

門的公司治理並規範國企經營決策的行為，同時形成較為合理的國有經濟佈局與結構。時

隔半年，混合制改革(混改)的進程為何？國企部門是否積極響應中央的混改政策？此次移

地研究以國有經濟著稱的上海市為目的地，同時擴及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浙江省週邊，對

比兩地的改革步調與內容。以下逐日說明移地研究過程。 

 

7/6(日)下午四點左右抵達上海市虹橋機場，傍晚赴中山公園地鐵站附近書城購書。 

7/7(一)訪談兩位寶鋼海外項目人員。 

7/8(二)訪談交通銀行分行人員。 

7/9(三)上午前往浙江寧波，下午訪談當地交通銀行分行人員。 

7/10(四)訪談寧波銀行人員。 

7/11(五)上午前往舟山群島，下午參訪舟山群島新區。 

7/12(六)上午訪談舟山新區中央商務區(CBD)城建規劃人員，下午前往杭州。 

7/13(日)訪談浙江大學某學系教授。 

7/14(一)參訪杭州當地某科技公司並訪談該公司經理。 

7/15(二)訪談杭州銀行人員。 

7/16(三)上午返回上海市，下午再度前往中山公園地鐵站旁的書城。 

7/17(四)復旦大學圖書館蒐集資料。 

7/18(五)訪談上海公共關係研究院研究人員。 

7/19(六)上午訪談當地台商，傍晚返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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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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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如今又一個十年過去，國企部門仍未完全與市場經

濟結合，依靠在市場中的特殊地位與其他產權制的企業進行不公平的競爭，進一步挑戰市場管

制者的權威，導致管制失靈。這也是十八大三中全會重提混改的原因所在。歸根究柢，混改的

最終目的不僅僅打破不同產權企業間的界線並將其混在一個經營主體中，而且更要追求的是這

樣的混合做法必須朝著健全公司治理結構的方向前進，這當中又以對企業的控制權的合理分配

最為重要。更白話點說，混改必須能夠讓原有的董事會結構進行調整，同時讓非國有產權制的

投資者對公司的決策發揮實質的作用。唯有如此，才能藉由引進不同成分的經濟主體改變國企

長期以來受到行政權力不當干預的局面，並促使國企行為接受市場機制的制約。 

 

論及上海市的國有部門改革，2013 年底《決定》通過後的一個多月即率先公布了《關於進

一步深化上海國資改革促進企業發展的意見》，簡稱國資二十條，在地方國資改革中拔得頭

籌。隨後在 2014 年七月又進一步公布了《關於推進本市國有企業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的若干意見(試行)》，其中涉及了混改的細部規定並提出了系統性的上海國資改革規劃。該

《意見》表示，上海市政府預計在三到五年的時間內完成混改目標。除國家政策明確規定

需要保留國有獨資的產業外，其餘產業均施行混合所有制。雖然紙面規定洋洋灑灑，經過

訪談，本研究認為與 2003 年十六大報告所主張的改革差別不大。因此，當外在客觀條件一

致時、甚至國有部門比起十年前更強大時，如何成功推動混改仍需要幾年的時間來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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